
时隔 40 年，中国再次启动土壤普查意义重

大

在经历 40 年的高速发展和高强度农业生产之后，中国再次启动土壤

普查，试图服务粮食安全和“双碳”目标。

2022 年 02 月 16 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

的通知》，宣告时隔 40 年，中国将启动新一轮的土壤普查。调查的

准备工作和试点目前已经展开，全部工作将在 2025 年下半年完成。

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任本次普查的领导小组组长，农业部门和自然资

源部门主要领导任副组长，凸显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新一轮土壤普查

也是土壤工作者的心声，早在 2005 年，就有知名土壤专家在“两会”

上呼吁尽快开展新一轮的土壤普查。



在中国经历 40 年高速度、长期较为粗放的经济发展后的今天，生活

质量提高了，但是中国的土壤也经历了重大变化。土壤普查是认识和

保护土壤资源的基础，将有助于保障粮食安全，并助力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的实现。

中国的土壤调查概况

随着十九世纪末现代土壤学的诞生，人类逐渐认识到陆地乃至近海生

物的生存和繁衍依赖于地球表面平均厚度为 18 厘米的表土。相对于

地球 6371 公里的半径，它简直是比鸡蛋壳还薄的一层物质。但这一

层薄薄的物质是地球上生命密度最大的地方，其中的微生物群落具有

惊人的多样性和丰度，陆地上约 1/4 的生命体存在于土壤中。土壤中

的各种生物驱动着地球的演化、不断分解地球上的废弃物和排泄物，

让人类有粮食、能源，让人类有干净的水和空气。人类也认识到，要

形成 1 厘米的表土需要数百年，而土壤的退化只要短短数十年，前者

在人类的寿命尺度之外，而后者在人类的寿命尺度之内，直接影响着

当代人的财富和健康。

1949 年以来，我国政府进行了两次全国范围的土壤普查和两次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



第一次土壤普查在 1959 年到 1961 年间开展，主要了解中国的耕地

资源到底有多少、在哪儿，初步建立了一个土壤分类系统，摸清了耕

地资源分布与土壤基本性状。

对比第一次土壤普查，第二次土壤普查范围更大、更精细。巨大的工

作量加上交通、工作条件的限制，让调查过程从 1975 年持续到 1994

年，历时整整 20 年。其中，1975 至 1978 年形成了“二普”的技术

规程，完成了 3 个县的试点；1979 到 1984 年基本完成了“二普”；

1985 到 1994 年进行成果汇总。

“二普”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从乡镇级开展调查采样，最终汇

总全国。通过这次调查，中国第一次全面查清了全国土壤资源的类型、

数量、分布、基本性状等，建立了中国土壤分类系统，并编制了《中

国土壤》、《中国土种志》等资料和图件，摸清了中低产田的比例、分

布，以及影响植物生长的主要障碍类型，为改革开放后 40 多年农业

综合开发、耕地开垦、中低产田改造、科学施肥、农业区划等提供了

重要的基础支撑。

除了以上两次土壤普查之外，中国还分别在 2005 年和 2015 年开展

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全国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

前者从 2005 年 4 月持续至 2013 年 12 月，历经 9 年，实际调查面

积达 630 万平方公里左右，并于 2014 年公布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公报》。公报显示，全国土壤总的采样点位污染超标率为 16.1%。

污染类型以无机污染物（镉、汞、砷、铜、铅、铬、锌、镍）为主，

占全部超标点位的 82.8%，有机污染物（六六六、滴滴涕、多环芳烃）

次之。对照“二普”的结果，这些数据表明 30 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

给中国的土壤带来较为快速的污染。

2018 年完成的“全国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的结果也警示了部

分区域存在的土壤污染风险。

虽然有了以上的调查结果，但如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土壤所所长沈仁

芳所说：“‘二普’已经过去 40 多年了，我国耕地利用方式发生巨变，

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土壤性质、剖面性状也发生很大变化”。同时，中

国人口多、耕地少，为了粮食生产，过多地施用化肥，在占比 8%的

耕地上，消耗着全世界化肥生产总量的 33%。化肥的大量施用造成

了土壤快速酸化、板结等问题。因此，众多土壤学家特别是具有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资格的土壤学家连续多年呼吁推动第三次土壤普查。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下简称“南京土壤所”）

原所长周健民委员自 2005 年始，多次在全国“两会”上提交关于土

壤污染防治和耕地保护的提案；沈仁芳曾于 2018 年、2021 年两次

提交相关建议。此外，全国人大代表李爱青、秦光蔚等都曾建议尽快

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2010 年以来，南京土壤所还以机构

身份多次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提交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建议。



40 年来中国土壤的变化

除了上述四次大规模调查，小规模、局部的调查和监测也一直在进行。

通过这些调查和监测，我们知道 40 年来中国土壤至少有以下三方面

发生了变化：

（1）土壤重金属污染快速加重。以镉为例，在 1990 年出版的《中

国土壤元素背景值》中，中国土壤镉的平均含量为 0.097mg/kg，非

常接近自然背景值。一项 2009 年的研究指出，当时中国外源镉进入

0-20 厘米耕层的平均速率约为 0.004 mg/kg/yr。按照这个速度，只

需 50 年，土壤中的镉含量就会从背景值跃升至高于当前的中国国家

标准上限 0.3mg/kg。中国土壤中的镉主要来自因燃煤、冶金等原因

进入大气的镉的沉降和动物源有机肥。镉在人体内的生物半衰期很长，

且肾和肝是其靶器官。在上世纪 60 年代的日本神通川流域，人们曾

因长期食用镉超标大米而患上“痛痛病”。

镉在中国是优先监测和控制的土壤污染物。随着 2013 年《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气十条”）的实施和对含锌养殖饲料添加剂含镉量

的严格管理，目前污染源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2）土壤的快速酸化。中国工程院张福锁院士团队 2010 年发表于



《科学》杂志（Science）的研究文章发现， 20 年间，中国农田土

壤 pH 值平均下降了约 0.5 个单位，相当于土壤酸度在原有基础上增

加了 2.2 倍。即使是过去被认为对酸化不敏感的石灰性土壤，其 pH

值也同样出现了显著下降的现象。在自然条件下，土壤酸化是一个相

对缓慢的过程。该文指出，土壤 pH 值每下降 1 个单位通常需要数百

年甚至上千年，中国土壤的快速酸化除了酸雨的影响之外，主要是集

约化农业生产中大量的化肥投入所导致。

土壤酸化会增加作物对有害重金属的吸收，土壤酸化和土壤快速污染

的重叠给中国耕地的粮食卫生安全带来了隐忧。

（3）土壤的有机质变化。土壤有机质是耕地地力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基于“二普”数据估算的中国农田上世纪 80 年代 20 厘米深度有机

碳库基本处于每公顷 26.6—32.5 吨之间，远低于美国农田的平均值

每公顷 43.7 吨和欧洲农田的平均值每公顷 40.2 吨。事实上，30 年

来，虽然存在地区差异，但由于秸秆还田、免耕少耕技术的推广和绿

肥和堆肥的施用，中国农田耕层土壤有机质含量呈整体上升趋势，全

国耕层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较“二普”时期提高了 4.85g/kg，相当

于 24.49%。与“二普”相比，全国有 22 个省（区、市）的耕层有

机质平均含量显著上升，尤其以安徽、湖南、广西、四川、贵州 5 省

（区）较为突出。但由于中国农田土壤的高强度利用，中国当前土壤

有机质含量与国外相比仍然偏低。



第三次土壤普查的意义

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土壤资源数量和质量均属严重限制型，虽

然我们以全世界 8%的耕地养活了 20%的人口，人均耕地仅 1.3 亩，

但一部分的产量是以牺牲土壤的健康换来的。经过 40 年高度集约化

的生产，“二普”的数据已经不能反映全面当前土壤质量的情况。此

外，“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明确要求以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为底线，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

因此，实施第三次土壤普查是及时的、令人期待的。我们期待第三次

土壤普查能够服务两大目标：一、促进土壤的自身健康，实现粮食在

质和量上的安全；二、通过促进土壤健康，增强土壤的固碳能力，助

力中国达成“2030 年碳达峰，2060 年碳中和”的宏伟目标。

（1）粮食安全方面：

第三次土壤普查的对象为全国耕地、园地（果园、茶园等）、林地、

草地等农用地和部分未利用地的土壤。其中，林地、草地重点调查与

食物生产相关的土地，未利用地重点调查与可开垦耕地资源相关的土

地，如盐碱地等。针对耕地、园地，普查将检测样本中 45 项理化指



标，此外还将开展土壤动物和微生物调查。

以上 45 项理化指标几乎涵盖了土壤的主要理化性质和养分指标，将

有利地推动土壤改良和土壤健康的构建，推进农业绿色转型和高质量

发展，对于保障粮食安全、食物健康、农民增收、生态文明，促进乡

村振兴，支撑中国新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生物固碳方面

土壤构成最大的陆地有机碳库，是目前大气中约 8300 亿吨碳含量的

3 倍，和当前每年的化石燃料碳排放量约 100 亿吨的 240 倍。因此，

土壤碳储存量净增加几个百分点，就代表着巨大的碳汇潜力。有研究

估计，全球土壤有机碳封存潜力为每年 23.8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

中 40%在于保护现有的土壤碳，60%在于重建枯竭的碳库存，这约

占全球自然气候解决方案总潜力的 25%。

土壤既可以释放二氧化碳和甲烷而成为温室气体的来源，又可以通过

土壤有机质固碳而作为碳汇。因此减少土壤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土

壤的碳固定对于缓解气候变化的意义重大。因此，在 2015 巴黎气候

大会上，法国提出了“千分之四全球土壤增碳计划”，目标是使 40

厘米深度内的土壤有机碳储量每年增加千分之四。



中国目前暂未加入“千分之四”倡议。有观点认为是因为中国土壤固

碳速率尚不能达到该倡议的目标，仅为其一半。而我们认为，中国土

壤类型众多，不同类型土壤的固碳潜力尚需更多研究，这应该是中国

目前尚不能启动该计划的一个原因。

中国的耕地质量分为 10 个等级，1 等耕地质量最好，10 等最差，根

据《2019 年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全国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为

4.76 等，中低等级耕地占 2/3 以上，耕地质量不高、耕作层变浅、

土地退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抑制。全国耕地平均有机碳含量低于世

界平均值的 30%以上，低于欧洲 50%以上。中国农田相对较低的有

机碳含量，也意味着土壤有机碳固定潜力很大。

中国土壤固碳已经具备了高层政策框架。就在 6 月底，农业农村部和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了《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其中六大任

务之一是“农田固碳扩容”，十项重大行动之一是以耕地土壤有机质

提升为重点，增加农田土壤固碳能力的“农田碳汇提升行动”。

第三次土壤普查并没有为土壤固碳能力设定具体目标和明确的任务。

但是，其检测指标中包含了土壤有机质和碳酸钙（无机碳）这两个含

碳的指标，这将为本次调查中不同土地类型的土壤碳库的核算、土壤

固碳潜能的评估，以及推进土壤固碳技术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土壤固碳是实现碳中和与土壤健康的双赢解决方案。我们期待，在第

三次土壤普查之后，中国能将土壤固碳作为农业固碳减排技术正式纳

入官方文件，制定具体目标、明确的任务和行动方案。


